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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河流域是中国人地矛盾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承担着生态安全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任。自古以来人类和黄河始终处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保

护压力也日益增加，流域水资源脆弱性和风险更甚，为化解人地矛盾，需探究城镇聚落和河流

的动态耦合机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际，从城乡规

划、自然地理、环境考古、生态学、水文水资源、土地资源管理等多领域视角，聚焦黄河流域人地

关系的空间分异和演化规律，以及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困境与机遇。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平

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将黄河流域视为自然及人文环境相互影响与依存的“生命共同体”，

并从系统性和交叉性、地方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探讨可持续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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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的生态安全和
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已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经9个省区，自青藏高原奔
涌而下，蜿蜒走过浑阔的黄土高原、辽远的河套平原、奇险的晋陕峡谷、平旷的华北平
原，其上、中、下游的地貌形态、自然环境大相径庭。以自然地理的视角而言，黄河沿
线属于地理环境的过渡地带；以区域文化的视角而言，黄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之
地；以城乡格局的视角而言，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与多种文化、人为因素作用下，沿线城
镇处于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

世界文明多发源于大河流域[1]。黄河流域是中国先民最早活动的地理单元，地处中央
且适宜农业生产，但因泥沙含量和河道水文等因素的影响，黄河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
态。黄河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即源于对自然环境的挑战，特别是对洪涝和干旱的挑战[2]。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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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以来，黄河下游发生的决口泛滥约有1500余次[3]，这种不稳定性因素对下游平原
地区城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宋代黄河北徙并在河北平原上游荡，极大地改变了当地人
的生存方式[4]，应对灾害的实践活动也促使洪涝适应性景观的形成[5]。由于流域水利是中
国历史上重要经济区域的基础力量[6]，黄河的变动更导致了经济中心的集聚和迁移。可
见，人类与黄河的互动和矛盾由来已久，二者始终处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

在今天，黄河流域也是中国人地关系最为紧张的区域。黄河上游地区生态功能退化
严重，重要的水源补给地出现草地退化、沙化和盐碱化等现象[7]；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
流失严重，城镇发展也造成支流污染；下游流量偏低，且泥沙大量堆积形成地上悬河，
洪水风险至今依然是黄河沿线城镇的巨大威胁。黄河属于缺水较严重的北方河流，水资源
保障形势严峻。此外，当下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不同区
域之间经济差异明显，且聚集与极化现象显著[8]。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保
护压力日益增加，应对环境变化的流域水资源脆弱性和风险更甚，人地矛盾更加凸显。

为化解人地矛盾，实现黄河流域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对黄河流域的人地耦合
关系进行研究和解析。

流域是能量、物质进出与转换的复杂巨系统，系统的复杂性来自于系统的适应性[9,10]，
城镇聚落和河流具有随环境变化的动态耦合机制，二者共同进化、交互作用。一方面，
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促使城镇环境急剧变化，而气候变化和城镇化正是
影响水文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11]，且河流受到与人口迅速增长相关的水质恶化影响[12]，资
源流动也导致了不同要素禀赋城镇的发展路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人类
需求的核心内涵不同，满足其需求的核心资源环境要素不同，人地关系演变的具体特征
也不同[13]。环境变化背景下，跨区域、流域水资源环境变化和人类环境适应性行为的研
究，特别是自然景观与环境的适应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热点[14-16]。探究人地关系演变的动力
因子，梳理区域人地矛盾的动态演变轨迹，探索流域城镇聚落的历时性演变规律和当下
的适应系统机制，为解决当下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从而促进黄河流域可
持续人居环境的发展。

由此，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际，在新型城
镇化背景下，在人口和信息流动性更强的今天，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发展面临着怎样
的困境和机遇？如何协调人地关系以兼顾保护和发展？如何改善并创造更加美好的人居
环境？在此，就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历史、地理、生态、水资源、土地
管理、城乡规划等领域互相交流、共同探讨。

特约召集人

汪 芳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中德科学中心（NS-

FC-DFG）“城镇化与地方性”合作小组组长（该小组作为研究

中国黄河-德国莱茵河流域的基础平台，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和德国科学基金会共同资助）。专业领域为城乡规

划、人文地理，主要从事城乡建成环境的地方性和适应性研究。

黄河流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涉及地理、生态、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
域，需要从多学科视角进行审视；而自然环境、社会人文各自成系统，二者又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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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因此首先从自然系统和人文系统分别探究黄河流域的问题与困境，再从人地综合

的视角进行解读。

聚焦黄河流域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黄河自青藏高原的涓涓清流，一路激越而下，

跨越三级阶梯，流经高原、峡谷、丘陵、平原等多种地貌，且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气候

差异极大，塑造了迥异的自然地理特征，如何从地理区域的差异之间构建联系值得思

考。黄河串联了草原、森林、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多样却也脆弱，特别是黄

土高原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水土流失更影响着下游的生态安全，制约区域的

城乡发展，亟待应对脆弱环境的适应性策略。黄河含沙量为世界之最，流域水资源短

缺；由于季风影响，河流径流的季节性变化大，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也很不均匀。而人类

在黄河中游的筑坝、灌溉各种活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蓄滞了部分区间产流量[17]。在中

国即将迈入城镇化后期成熟阶段之际，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正是提高城镇发展质量的关键[18]。

聚焦黄河流域鲜明的历史人文特征。中国早期文明如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大汶口

文化等诞生于黄河流域，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历史长达三千余年。作为古代中国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黄河流域经历了繁荣与衰落，探究黄河与城镇变迁的历史规

律将对当下有参考价值。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分布着许多民族聚居区，自古以来积淀了

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结合多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这些地方特

征在时代变迁下不断演化，在城镇化过程的冲击下如何保留地方性值得探讨；黄河流域

汇集众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银川、西安、太原、洛阳、开封、安阳等古

城犹如明珠璀璨，留下了众多文化瑰宝和民族智慧，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当下如何体

现，在城镇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被系统性保护和利用也成为关键问题。

聚焦黄河流域特殊的人地耦合关系。人地关系因功能特征与时空变化规律在不同区

域表现出差异性[19]，黄河流域尤其如此：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承担着水源涵养的重任，郑

州、西安、济南等城市依然是重要的增长极，乌海、东营等资源型城镇在新时代面临转

型的压力，而流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0]，大面积的贫困地区面

临着乡村振兴的挑战，不同地区的人地矛盾特征不可一概而论。黄河没有航运之利是

“黄河经济带”不存在的首要原因[21]，也增加了流域整体发展的阻碍。在社会经济与资源

环境日益矛盾的今天，如何在整体统筹避免极化的同时保有地方特色，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难点。因而必须从人地耦合的视角，聚焦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关系，探讨

人与黄河的相互影响和响应机制，因地制宜地探索可持续发展策略。

结合上述提及黄河流域的自然、人文特征以及人地耦合的视角，引发我们思考：

（1）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黄河流域的不同区域具有怎样的人-水互动关系？资源环

境与人类生产生活呈现出怎样的相互作用机制？

（2）在聚落演化进程中的重大变迁时期和自然环境的强烈波动时期，人类有哪些适

应性策略和人工干预措施？哪些经验可供当下借鉴？

（3）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社会经济活动对黄河流域系统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当前已采取的重大工程和实施政策效益如何？

（4）如何兼顾黄河全域和地区局部，统筹整体并实现地方特色发展？

（5）面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种种挑战，如何制定可持续的发展策略以实现人地系

统的再适应？

种种问题，多样观点，在此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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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观点

韩建业：顺应自然是史前时期黄河中游人地关系的基本特征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学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环境考古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

理学会环境变化与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业领域为

新石器商周考古、环境考古。

核心观点：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先民在聚落选址、房屋形态、

生业方式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主动顺应自然的特点，人地

耦合程度很高。这也是黄河中游文化之所以能连续发展，并

最终成为夏、商、周三代王国文明核心的根本原因之一。

若论一个地理区域民族和文化主体的可持续性，世界范围以中国为最，中国范围以
黄河流域为最，黄河流域以中游地区为最。从距今七八千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
化、白家文化，经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至夏、商、
周三代，黄河中游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主体绵延不断。尽管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是“满天
星斗”[22]，但最终只有黄河中游尽得日月之辉，文明大成。究其原因，在于黄河中游史
前时期人地耦合程度最高，最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且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地适应
自然，到自觉地顺应自然的过程。

黄河中游史前先民一般将聚落选择在支流两岸阶地或台地上的背风向阳之处，用水
方便而又不至于招致水患，适宜农稼且有多种动植物、矿物资源可以利用，还能避免冬
季风带来的严寒。一开始，这固然可以视为是人类不自觉地适应自然的结果，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种做法日益成熟，渐成传统，就成了主动顺应的过程。反观黄河上游的青
海民和喇家聚落所处位置过低，因此被水淹毁[23]；黄河下游豫东鲁西南的很多史前聚落
都被黄河泥沙深深掩埋；长江下游的良渚人将其城邑密集布置于低平的余杭平原，即使
建设了庞大的水利工程，也终因水位上升而文明陨落。这样由水灾造成的或小或大的历
史悲剧，在黄河中游较为少见，何况还有人工治水以预防补救的可能性。此外，半地穴
式房屋建筑一开始也可以视为是黄河中游史前先民的不自觉适应，但后来也成为传统，
尤其当距今 5000多年黄土高原气候趋于干冷的时候，先民们发明了冬暖夏凉、节约木
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窑洞式建筑，更是人类顺应自然的典范。

距今5000年和距今4200年左右，北方地区两次达到气候干冷低谷，内蒙古岱海至锡
林浩特地区也恰好两次出现聚落废弃、文化断档现象。这当然很容易理解。气候干冷引
起这些敏感地区失去基本农业条件，动植物资源锐减，瘟疫肆虐，当地人口大规模减少
或者向外迁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大约距今4200年，陕北神木
则出现宏大的石峁石城；同样比较干冷的距今3800年以后，岱海、锡林浩特等地则又出
现了很多聚落。其原因是源自西方的畜牧业的引入[24]。石峁遗址仅皇城台出土羊骨就有
约50万头之多，显见其生业方式已是半农半牧，距今3800年以后畜牧业已遍布黄河中游
及北方草原地区。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农牧结合，互相补充，这使得黄河中游等地食
物供应的稳定性得到空前提高，且对植被环境的破坏程度有所降低。在气候转换期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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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经济策略，是黄河中游史前先民主动顺应自然的又一例证。
黄河中游水热条件不比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农业产出和动植物资源也都有限，这

使得黄河中游的社会发展相对迟缓；但由于先民在聚落选址、房屋形态、生业方式等方
面更能够顺应自然，所以更能长居久安，发展的步伐也迈得更加稳健。黄河中游先民还
能顺应自然环境特点，形成关注俗世、崇拜祖先、敬天保民、朴实执中等文化特质，与
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形成对照。所以黄河中游文化才能够很好地连续发展并最终成为
夏、商、周三代王国文明的核心。

党安荣：黄河流域孕育了黄土高原独特的村落文化景观

党安荣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人居环境信息实验室主任、空

间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

研基地主任。主要从事国土空间规划新技术应用研究。

核心观点：文化景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村落文化

景观是村民在自然景观基底上，经过长期的生活与生产活动

所形成的人居环境，既包括有形的村落空间布局、空间形

态、空间结构、民居院落、民居建筑，也包括无形的村落传

统、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

水土组合塑造了独特的自然基底。黄土高原，举世无双，无论其广袤的面积、还是

巨厚的黄土。特别是黄土高原主体坐落于黄河流域的中游，使得黄土的湿陷性、垂直节

理与暴雨气候、黄河及其支流的侵蚀相叠加，强烈的水土流失便成为黄土高原突出的自

然现象与演化过程[25]。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的组合，在成就黄河及窟野河、秃尾河、无

定河、洛河、渭河等主要支流“黄河斗水、泥居其七”显著特征的同时，也塑造了墚峁

遍地、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特有地貌景观，这便是黄土高原人居环境独特的自然基底。

这种黄土高原独特的自然基底通常被认为是脆弱、荒凉、贫瘠、严酷的代名词，然而它

是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不仅有其独特的生态价值，而且孕育了独特的村落人居环境与

村落文化景观。

人地耦合创造了独特的人居环境。按照吴良镛院士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人居环境

是指以人为中心的构成人类聚居的居住系统、支撑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

统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26]，黄河流域所孕育的黄土高原人居环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5个

构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就村落人居环境而言，其传统居住系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生土

建筑窑洞民居。窑洞被誉为是没有建筑师的生态建筑，尤其是早期的靠崖式土窑洞，借

助黄土高原厚重的黄土达到保暖、隔热等功效，于是便有了冬暖夏凉的生态特性[27]，而

且窑洞院落的营建往往是与梁峁沟壑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即使是在土窑洞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石窑洞、砖窑洞，也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小，充分体现人地

和谐。就传统支撑系统而言，蜿蜒土路为主的步行系统、沟壑泉水为主的饮水系统、半

干旱灌木为主的薪炭系统、黄牛毛驴为主的运输系统、蓖麻油灯为主的照明系统等，共

同构成了一幅充满乡愁的生活图景。而其传统的人类系统及社会系统，与其他地域所不

同的在于多民族融合背景下，以姓氏、血脉、宗族、家庭为基本组织模式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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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4个系统并非孤立，而是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体现人地耦合的特征。
民族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黄土高原所在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处半干旱的农

牧交错地带，历史以来一直是汉、蒙、回、藏、羌等多民族杂居与交融的地区，从而形
成了独特的地域传统文化，包括村民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
诸如窑洞土炕的生活起居、糜谷杂粮等种植生产、小米土豆等主要饮食、剪纸编织等民
间艺术、唢呐秧歌等娱乐方式、以及佛道融合的宗教信仰，无不体现多民族融合的影
响。还有那错落有致的窑洞院落、那彩绘装饰的庙宇群落、那高亢嘹亮的陕北民歌、那
奔放激昂的安塞腰鼓、那委婉动听的榆林小曲、以及那韵律悠长的祭祀音乐，无论是物
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有其别样的特点。

系统综合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黄土高原的村落文化景观[28]是上述自然及文化系
统的综合体现。在宏观层面，星星点点的窑洞村落点缀在延绵起伏的黄土丘陵沟壑之
中，无论基于中低分辨率的多光谱遥感图像还是夜光遥感图像，都很难直接解译出村落
的布局，只有通过树木与农田的分布、梁峁与沟壑的走势、以及GIS线划地图或DNSS
精准定位才能间接推断[29]。窑洞村落被掩映在黄土地貌之中，成为黄土高原大地景观的
有机组成。在中观层面，无论是借助亚米级的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还是站在村落对面的
黄土梁上，都可以饱揽由一个个窑洞院落组成的村落空间形态与格局、及其与墚峁沟壑
之间的契合关系。在微观层面，当沿着蜿蜒的黄土步道进入村落，就能够感受“五脊六
兽”硬山顶大门与“五明、四暗、六厢窑”的窑洞院落，布局有序、组织有章[27]。更进
一步，当关注拱形窑洞木制门窗的时候，那或福字、或萬字、或寿字的窗棂图案，以及
张贴在窗棂之间的剪纸图案，都体现出浓浓的传统文化及村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宏
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无不体现出黄河流域所孕育的黄土高原村落文化景观的特
色，体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

苗长虹：积劳成疾的黄河流域急需一个系统性治疗方案

苗长虹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省

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

黄河分会主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致力

于经济地理学、流域地理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核心观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母亲河病了，不仅流

域生态系统病了，而且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产生了严重的历

史路径依赖甚至锁定，需要集聚多方智慧来统筹黄河流域生

态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健康诊断，努力制定一个综

合的、系统的、长期的、具有内生性的治疗方案，致力于流

域生态-经济-文化一体化支撑能力和动态能力的建设。

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流直下，塑造了黄土高原，缔造了河套平原和华北大平原，哺育
了中华儿女，见证了中华五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进程。但她平时水少沙多、洪水季节性
格暴虐，历史上水患频繁，所造成的洪涝灾害又成为中华民族的巨大威胁。由此，黄河
安澜历来是治国兴邦的国家大事。所谓，一部治黄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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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通过上中游水库和下游堤防等工程的建设，实现了黄河的岁岁安澜，
为流域的人居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黄
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和水土流失治理的持续推进，黄河干流的来沙量已显著减少，而且
伴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运行和黄河水量统一调度政策的实施，黄河干流的断流、
下游凌汛的威胁、泥沙在河床的淤积等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更使黄河下游花园口的防
洪标准由六十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然而，站在新时代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来审视，黄河这条母亲河还是病了，而且病的很重。

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历史久远，对生态系统利用和破坏的规模、强度也远较其他地区
剧烈。在农耕文明时代，灌溉农业和精耕细作技术的推广，使得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相
互促进，赋予了黄河流域粮食和畜牧业生产上的历史重任，但也形成了人多地少水少的
尖锐矛盾。而这种矛盾与中唐之后北方频繁的战争、黄河频繁的泛滥又相互叠加在一
起，导致了唐宋之际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地区的历史性转移。

在计划经济时代，黄河流域的资源禀赋和国际地缘关系，使其在国家生产力布局中
受到青睐，国家重化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和黄河流域丰富的煤炭和矿产资源的结合，催生
了一批矿业城市和重化工基地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全国老工业基地
改造规划（2013—2022）》，黄河干流除四川外的8省区共有33个地级及以上老工业基地
城市，占全国的 27.5%；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
2020年）》，黄河干流除四川外的 8省区共有 75个行政区被认定为资源型城市，占全国
总数的28.63%。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和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前的转轨经济时期，黄河流
域的粮食、畜牧业生产和资源型的重化工业一直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在世
纪之交的2000年，黄河干流8省区，人口总量占全国的比例为24.69%%，GDP占全国的
25.64%；有效灌溉面积和化肥使用量分别占全国的14.17%和15.58%，但其粮食产量却占
全国的 26.34%，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的 53.15%；肉类和奶类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23.68%
和 36.14%；生产的原煤、原油、发电量、生铁、水泥、平板玻璃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
47.80%、26.86%、26.23%、23.26%、23.80%和 30.29%，而生产的化学纤维、汽车、计
算机、集成电路占全国的比例则分别只有9.54%、2.04%、6.65%和3.47%。显然，黄河流
域的经济发展在国家定位与空间分工、体制和制度、资源与产业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路
径依赖，甚至在许多区域形成了难以突破的路径锁定。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在国际上通过加入WTO而深度参与全球化，并在国
内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各区域发展能力分化的一
个关键时期。到2010年，黄河干流除四川之外的8个省区常住人口占全国的比例略有下
降，为 24.26%，但GDP占全国的比例也下降为 24.90%，外商投资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占
全国的比例仅有8.84%和9.86%，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宁夏、青海、山西、内蒙古、甘
肃位列全国前列，均在 1.8 t 标准煤/万元以上，山东、河南作为两个经济大省分别为
1.025和1.115，与同为经济大省的广东（0.664）、浙江（0.717）、江苏（0.734）相比差距
显著，资源型、高能耗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的矛盾已十分突出。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伴随着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区域发展进一步分化，在
东西差距的基础上又生出南北差异问题，真实的发展能力，或者说是区域动态能力，开
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到2018年，黄河干流除四川外的8省区人口占全国
的比例为24.15%，GDP按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调整后，占全国的比例由21.98%进一步下
降为18.58%。其中，除河南之外，其余7省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调，而黄河流域第一经
济大省山东，核减规模高达9820.67亿元，比甘肃全省的经济规模还要大；其余6省区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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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核减2958.84亿元，明显超出一个青海省的经济规模。如果说，黄河干流水少沙多、黄
土高原水土流失和汾河等支流污染、下游悬河洪涝风险、黄河三角洲生态退化等问题依
然严重，是黄河生态系统病症的话，那么相比这些长期存在的生态系统健康问题，黄河
流域经济系统21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发展路径锁定和增长动力弱化等问题，则更加需要引
起国家、地方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与黄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的健康紧密关联，黄河文化系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
脉，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国人反思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批判的对象，可黄河文化及其
体制机制所形成的历史路径依赖，仍深深的内化在黄河流域社会经济运行的体系之中。
一方面，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黄河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一体化和主导性特征非
常鲜明；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除自然增长之外，黄河流域从外部迁入的人口长期少于
向外迁出的人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孔雀东南飞”和“外出务工潮”，也使黄河文
化的多样化严重不足，而优质高等教育如之前的985、211高校、如今的“双一流”建设
高校数量不足、竞争力不强，则使优质人力资本难于在黄河流域聚集并进行创新、创
业。这两方面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经济动态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虽然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但不可否
认，面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大时代需求，黄河
流域在各方面都呈现出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行而积劳成疾、体弱多病的特征。在黄河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中，需要集聚多方智慧来统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
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健康诊断，努力制定一个综合的、系统的、长期的、具有内生性
的治疗方案，致力于黄河流域生态-经济-文化一体化支撑能力和动态能力的建设，才能
使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安黎哲：“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思维

安黎哲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教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副

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监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学。

核心观点：当前，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按照“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为实

现黄河长治久安，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黄河流域是中国国家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的重点覆盖区域。长期以来，区域内
先后启动并实施了“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野
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草原保护建设、水土保持建设等重点工程，经过不懈
的努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了重大进展，生态退化局势得到有效遏制和扭
转。黄河的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有关研究显示，黄河含沙量锐减，与1919—1959年
基准期相比，2000—2018年黄河含沙量由 15.9亿 t减少为 2.5亿 t，含沙量降低了 84.3%；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得到大幅度改善，主要表现在：森林植被覆盖率大幅度提高，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逐步完善，草地退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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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加等。

在肯定治理成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依旧面临诸多威胁，开展

生态保护修复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洪水风险威胁依然巨

大，生态保护与修复抵御未来气候变化与极端条件下可能造成洪水问题的形势依然严

峻；二是上游生态系统退化，科学构建基于水源涵养功能的上游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任

重而道远；三是中上游流域森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减弱，特别是加强天然次生林修

复和多功能人工林营建及提质增效迫在眉睫；四是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依然严重，植

被水土保持功能低而不稳，大量人工恢复植被结构单一，存在退化风险，需要适地适

树、科学适度地开展生态建设；五是中游风沙危害依然严峻，沙地草地生态系统脆弱，

需要以流域水资源承载力为前提做好沙漠治理和草原保护利用；六是中下游支流水体污

染问题突出，需要重点解决好水环境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问题；七是下游湿地萎缩严

重，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好湿地保护与修复、生态系统健康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工作。

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基于全流域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按照“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思维，协同进行保护与治理，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

解决：

摸清生态本底，构建评估体系。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和条件复

杂多样，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如果搞不清楚本底情况，系统治理就不可能实现。为此，

建议在国家有关部委的牵头下，尽快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科学考

察行动。同时，充分考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发展阶段特征和产业结构特点，按照

体现通用性、阶段性和不同区域特性的要求，处理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

系，科学构建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以此监测、评估、引导流域各地区落实和推动工作，

助力重大国家战略目标实现。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促进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按照“表

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将流域作为

一个生态系统整体进行治理，上游三江源、祁连山、甘南等地区推进一批重大生态保护

修复和建设工程，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突出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黄河三角洲着力于

生态系统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针对黄河流域广大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的现

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开展乡村生活污

水治理、牲畜粪便处理、垃圾分类回收等工作，推行厕所革命；减少农村化肥施用，推

广节能环保技术；践行节约适度、低碳环保绿色生活方式；加强科普宣传，改变落后观

念，提高生态素养和保护意识。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推动制定黄河保护法。遵循“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要

求，对沿黄流域产业体系进行重构，打造适应重大国家战略的产业格局和发展模式，构

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如：黄土高原流域重

点打造红色旅游+绿色农林业+现代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的高质

量发展模式等，协调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为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的突出问

题，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借鉴美国田纳西河、法国卢

瓦尔河、日本琵琶湖等流域管理的立法经验，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纳入专门化的法治轨

道，推动制定综合性的流域立法——黄河保护法，为黄河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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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实施多维均衡调控是“人-水”和谐发展的方向

赵 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中国水利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农

业资源与区划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专业领域为水文水资

源，主要从事自然-社会水循环演变机理、模拟方法与水资源

合理配置研究。

核心观点：“水少”已经演化成为治黄矛盾的主要方面，保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需要实施水资源多维均衡

调控，在维持生态健康的基础上挖掘流域节水潜力，加快论证

推进西部调水工程，构建人-水和谐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格局。

黄河是一条负重前行的河流。黄河流域大部分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447 mm，仅为全国平均的 70%，在全国十大一级区中，仅高于西北诸河区。黄河流域

“人-水矛盾”十分尖锐，流域面积占全国 8.3%，年径流量只占 2%，但却承担着全国
12%的人口、15%的耕地和13个国家能源化工基地的供水任务，每年还向淮河和海河流
域外供水90亿m3左右，相当于一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供水规模。黄河不仅要保障流域
内经济社会用水需求，还要维持足够的水量输沙减淤和抑制地上悬河的进一步发育，这
一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历史上治黄重点是与洪涝灾害作斗争，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
到西汉贾让的“治河三策”，东汉王景的“宽河行洪”，再到明朝潘季驯的“束水攻
沙”[30]。发展至今，洪涝灾害虽然并没有被完全消除，但已经得到大幅度控制，“水少”
已经演化成为治黄矛盾的主要方面，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接近80%，为中国十大一级
区中最高，远超一般流域40%的生态警戒线。即使如此，水资源供给“天花板”效应越
来越明显，经济社会正常用水需求难以保障。

实施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过去一个时期，黄河流域过分强调以人为本，对生态
保护注重不够；未来一个时期，应更加强调生态优先，实施以水为脉的山、水、林、
田、湖、草、城系统治理保护。重点是保护好黄河源头区、上中游主要山区以及河口三
角洲等关键生态区块，实施好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系统工程，还要充分考虑有重要生态功
能兼顾保障粮食安全的上游宁蒙、中游汾渭和下游豫鲁三大灌区。在生态保护的基础
上，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优先发展上中游的清洁能源，高质量推动兰州-西宁、宁夏沿
黄经济区、关中-天水、呼包鄂榆、关中平原城市群、太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等城市群
建设，把流域生态资源转换为生态资本和产品，借助新一轮技术革命推进，实现既要绿
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目标。经济社会发展与流域生态保护中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则可
通过节水开源系统解决。

农业节水要以维持生态健康为基准。黄河流域节水潜力主要在农业，农业节水潜力
主要在宁蒙河套灌区。宁蒙河套灌区灌溉面积占流域20%，引黄水量占流域地表供水量
33%，亩均灌溉引水量是流域平均的1.68倍，看似节水潜力巨大，但要以维持生态健康
为基准。宁蒙河套灌区降水量只有 180 mm左右，引黄灌溉是维持绿洲生态健康的重要
水源，而这一部分功能往往被忽视，常常被认为是“浪费的”水分，并在所有农业灌溉
用水效率评价中都不予考虑。如果这部分所谓“浪费的”的水分全部节约了，干旱区绿
洲就会萎缩，甚至退化消失。21世纪以来，河套灌区大力挖掘节水潜力，节水效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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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但同时也导致区域平均地下水埋深下降 0.5 m以上，部分地区出现地下水漏斗，湖
泊湿地转化依赖人工补给，对自然植被的水分支撑作用减弱。因此，对于降水不足 400
mm的干旱灌溉绿洲区，需要加强农业节水生态影响的动态监控，防止节约了水分，伤
了生态，背离初衷。

西部调水是缓解人-水矛盾的有效举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需要控制超高的水资源开
发利用强度，但不可避免会影响经济社会用水，加剧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竞争关系。实
施水土保持有助于控制入黄泥沙，缓解黄河“沙多”的矛盾，但也会增加水量消耗，导
致“减水”的效果。与此同时，黄河流域城市化、工业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脱贫
致富用水需求依然十分强烈。需要在充分节水的基础上，大格局思考、大战略谋划，构
建系统解决中国北方水资源危机的西部调水方案，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少沙多、水沙不
平衡的问题，从更高维度上打开流域发展的想象空间，支撑1.2亿人摆脱经济社会发展相
对滞后的局面，保障流域稀缺资源的有序开发，支持现代农业建设和城市群发展。

张广汉：倡导构建黄河文化多层级的遗产保护展示体系

张广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

规划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历史文化保护与

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专业领域为城乡规划，主要从事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理论及方法研究。

核心观点：黄河流域的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可以充分证明中

国自古就关注居民与耕地的耦合关系。有形的文化遗产包括

地上地下的黄河水利设施遗产、农业遗产、城镇聚落遗产

等。建议以黄河沿岸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等聚落遗产为中

心，构建黄河文化多层级的保护展示体系。

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自古就关注居民与耕地的耦合关系，关注城市与乡村的协调
发展。《礼记·王制》中提出“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的规划传统：强调城邑规模
与周边田地以及居民数量之间匹配关系，规模相互适应才能保证居民的生活给养和土地
的充分利用。黄河流域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黄河及其众多支流为古代聚集于此的
先民提供了灌溉和航运的便利，流经的山谷和盆地，气候温和，适于耕作。为解决农业
生产的缺水问题，劳动人民利用黄河建造了许多引黄灌溉水利工程。宁夏引黄灌溉始于
秦代，盛于汉代。秦渠、汉渠等12条引黄古渠系历经2000多年，仍发挥着滋润沃土的作
用 [31]。由于农业经济发达而形成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都西安、洛阳、开
封，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拥有神殿王宫的都市、保留至今的历史文化聚落、繁荣昌盛的
经济交流、空前灿烂的文化艺术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唐代王维有诗《渡河到清河
作》为证：“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
桑麻。回瞻旧乡国，渺漫连云霞。”这描绘了当时从船上看黄河两岸的情景。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的。黄河流域保存至今的有形与
无形文化遗产能够证明黄河与人类的这种耦合关系，展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有形的
文化遗产包括地上地下的黄河水利设施遗产、农业遗产、城镇聚落遗产等[32]。黄河水利
设施遗产包括古代的秦渠、汉渠、郑国渠、明代兰州黄河水车、淤地坝和现代治理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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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军坝、滨河控导、标准化堤防等。黄河流域的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陕
西佳县古枣园和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等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甘肃
岷县当归种植系统、甘肃永登苦水玫瑰农作系统、宁夏中宁枸杞种植系统、山西稷山板
枣生产系统和河南灵宝川塬古枣林等也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黄河沿岸城镇聚落遗产与黄河的关系密切，如黄河成就了开封自古以来的富饶，也
多次毁灭了这座城市，聚落遗产集中体现了黄河与人居的耦合关系，反映了黄河流域不
同地域、不同时期的人居文化特点。位于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的600余处聚落距今已
经有3800年，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多层级聚落社会面貌，阐释了夏王朝国家形成期的国
家气象[33]。十三朝洛阳古都遗址群反映了黄河中游的河洛文化、中原文化，曲阜、济南
等古城体现了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等等，这些遗产有的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的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人类治黄还留下了许多无形的文化遗产，有“大禹
理百川，儿啼不归家”（唐代李白《公无渡河》）的大禹治水的故事，有黄河号子、黄河
锣鼓等反映人与黄河抗争的精神，这些也都分别列入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应当分类按照遗产适用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并以
黄河沿岸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聚落遗产为中心，构建黄河文化多层级的保护展示
体系。黄河文化遗产分布广、数量多、线路长，但多数聚集在兰州、银川、西安、洛
阳、郑州、开封、济南、曲阜等历史文化名城及周围，地下地上历史遗存丰富，建设黄
河博物馆与现有的古文化遗址博物馆、名城历史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等相结合，构
建博物馆展示体系。黄河博物馆的展示内容，通过揭示人地耦合关系和多层次多类型的
文化遗产展示，重点突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延续性，突出展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不
屈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能够切实发挥黄河文
化遗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王静：亟待“水资源保护-绿色宜居-文化传承”协同发展

王 静
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第二梯队人员，自然资源部

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专业领域为土地资源管理，致力于土地可持续利用与

生态保护研究。

核心观点：黄河流域具有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是中国

东西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变化过渡区域，人

居环境的适宜性和限制性区域差异明显，发展制约与潜力并

存，黄河流域必须从全域平衡和兼顾公平的角度，推进“水

资源保护-绿色宜居-文化传承”协同发展。

黄河流域具有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黄河沿线的陕西、山西等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
化重要发源地和多民族融合的主要区域，孕育着中华文明，为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做
出了独特贡献，在文化传承和文明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流域跨越了第三阶
梯，链接东部与西部，自西向东流经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等各种不同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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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气候条件、地貌地质条件、资源禀赋和国土空间格局具有巨大差异，是多种地理
突变的深度集成区域。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是全球水土流失严重区域之一，是中国最
大的生态脆弱地区。黄河流域水资源匮乏，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整体水平较低，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水平与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城镇开发强度空间分布基本一致，但局部失衡。黄
河上游三江源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带，分布有5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全国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12%，涉及县域面积占全流域土地面积的61%。天然草地广泛分布于三
江源地区、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上述区域农业生产落后，承载人口较少，城镇用地和
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远低于流域平均水平。

自然条件是黄河流域国土空间格局和人居环境分异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自然地理
因子地带性变化规律明显。海拔高程从东向西呈现渐增的梯度演变规律，降水和气温从
东向西呈现降低的梯度变化特征；净初级生产力（NPP）由东南向西北内陆递减，植被
归一化指数（NDVI）从南向北降低。黄河流域东南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植被覆盖
度高于西北区域，呈现明显的地带性分布。黄河沿河地区城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产
业布局沿河集中，呈现明显的空间不平衡。黄河中游地区城市布局大多源于沿水而居的
原始聚落发展，城市、建制镇、村庄大多呈沿河走向的条带状分布，基础设施建设与产
业布局沿河集中，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城镇发展与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土地开
发强度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东高西低空间分布较一致，经济发展程度由下游
往上游梯度推移。同时，黄河流域贫困县分布也十分集中，截至2018年，有170个贫困
县未脱贫，国土面积8%的黄河流域贫困县占全国的20%，贫困县区域经济落后，面积占
全流域的55%，约50%的贫困县分布于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内。

当前，随着人口激增、经济活动不断扩大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和空间治理新背景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水资源是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严重，水沙关系失调，下游地区水生态系统退化，导致洪水泛滥，湖泊湿地萎
缩，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黄河上游部分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天然草地大幅
度减少，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破碎，局部地区生态系统退
化，重点生态功能区与自然保护区仍需加强。黄河流域水资源供给不足，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普遍偏低，沿河区域对传统产业依赖严重，绿色发展路径尚未确立，新的支撑点成
长不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黄河流域城镇发展规模和空间布局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
间矛盾越来越突出，城镇人居环境问题堪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根本是增
加水资源供给，增强自然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提升城镇人居环境水平。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东西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变化过渡区域，发展制
约与潜力并存，是改善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状况的最佳突破区域，也是美丽中国建设
关键地带，对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们需从
地理学、生态学、区域经济学等维度科学认知黄河流域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针对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人居环境适宜性和限制性的巨大区域差异，以及上下游社会经济和人居
环境发展的鸿沟，黄河流域必须从全域平衡和兼顾公平的角度，推进“水资源保护-绿色
宜居-文化传承”协同发展，在协调发展中获得生态红利与绿色福祉，以绿色发展为核心
来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不仅为推动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亦对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全国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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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芳：黄河流域是“人-水”动态耦合的生命共同体

核心观点：黄河流域的人-水关系始终处于动态耦合的过程中。黄河流域的自然禀赋促

进聚落的形成发展，黄河的历史变迁影响了城镇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轨迹，城镇也借由

黄河形成了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研究人-水互动机制以掌握流域城镇发展规律，促

进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禀赋”：聚落诞生发展的先天基础。黄河流域的城镇聚落千姿百态，其中不少
因政治、军事、贸易活动而诞生，但为何这些聚落具有发迹的契机呢？其往往具有独特
的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例如，甘肃的青城古镇地处黄河谷地，因其区位优势，宋代狄
青巡边时在此筑城，其优渥的水土条件适宜农业生产，更借助黄河水运，成为古丝绸之
路的重要水旱码头；黄河沿线的包头，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自古商贸繁
荣，更因矿产资源而进一步兴盛。相反，一些山村则因山川屏障而成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
源，千百年来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闻于世，而在现代社会却也因区位条件而逐步“空
心化”走向衰亡。山水格局和资源本底正是聚落的先天资质，而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自
然禀赋的意义和价值也在不断变换。面对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重大课题，首先要确定对
象是否适合发展、能否支持发展，并通过资源基础、区位条件判断其适宜性和潜力。

“人工干预”：黄河改造利用的反馈效应。自古以来，前人对黄河采取大量人工干预
措施，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沿黄聚落的资源及区位条件随之发生改变，其作用是利大于
弊还是弊大于利？宁夏平原引黄灌溉自秦汉始，唐徕渠、汉延渠等惠及今日，成就了塞
上江南的丰饶；河套平原自清代起修渠引黄河灌溉，促进半干旱地区农业的发展，由此
直接推进了当地聚落的发展，但灌溉水的大量渗入也导致了地下水位升高和土地盐碱化
等问题。黄河中游的三门峡大坝对下游防洪安全、工业和农业用水、下游生态平衡等贡
献巨大，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也使得素有“三山并鼓楼，宝塔镇中州”之称的陕州故城
淹没于汪洋之下，居民必须迁移另选新址定居，此外还导致上游渭河河道抬高成为悬
河，影响了关中一带的生态安全。人工活动对河流系统进行改造，河流随之进行响应，
因而需要研究人-水互动的反馈机制，辨证地认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持续
发展的协调关系。

“生命周期”：城-水互动变迁中的兴衰历程。黄河沿线众多城镇在历史上的等级规模
不断变化，黄河对于这些城镇聚落的兴衰具有怎样的作用呢？二者间具有怎样的互动关
系呢？隋代开凿通济渠引黄河水东南行，使得开封在漕粮运输方面拥有了突出地位，其
更借运河之利，在黄河中游长安、洛阳由盛转衰的百余年间蓬勃发展，成为繁华的北宋
东京。但随着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愈加严重，河道内泥沙堆积，并不断变道迫近开封，
其周边水网也沦为泄洪渠道，黄河屡屡泛滥导致漕运命脉逐渐淤没，开封也由此衰落。
纵观历史，千百年间黄河下游的河道变动也促使城镇不断迁徙[34]，城镇的生命周期与河
流的变迁息息相关，因此，需探究城-水系统在自然与社会要素的共同扰动下的历史演化
过程和动力机制，揭示这一复杂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寻找轨迹变化的系统拐点与临界
条件，并由古及今地帮助预测城市发展趋势。

“竞合关系”：跨区域城镇间的联系网络。黄河不是一条连续通航的河流，且沿线自
然环境差异巨大，那么黄河是否还具有空间纽带的作用呢？黄河流域上、下游之间的联
系又如何实现？位于晋陕大峡谷的碛口古镇，因黄河的砂石淤塞河道狭窄，巨大落差更
导致水流凶险，所以顺流而下的船只在此转陆运，来自河套及陕甘地区的货物借由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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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碛口上岸，再由离石的吴城转运到晋中盆地，成为上下游区域间联系的重要通道，
碛口汇集了众多商号、店铺和客栈，其枢纽作用自明清延续至民国。包头、碛口和离石
之间因商贸中转而互利共生，而古都西安、洛阳、开封之间却因黄河变迁而此消彼长相
互接替，由此可见，即便黄河没能以水运贯通的方式构建区域联系，却也间接强化了城
镇间的竞合关系。因此，审视流域整体的发展趋势，需从系统科学的视角研究节点间联
系的变化规律和互动特征，明确黄河在其中的正面或负面效应，以及城镇在系统中的角
色定位，进行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塑造。

作为巨大的复杂适应系统，黄河流域是体现出整体性、动态性、多样性的“生命共
同体”。实现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对城镇聚落的资源、生态本底进行审视，从
而判断保护和发展的优先级，有选择地更新和振兴；对人工干预措施进行综合评估，将
生态系统与建设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动态模拟，寻找人-水互动关系中的最优策略；研究
黄河及支流的历史变化规律和城镇的生命周期，对河流影响下城镇的发展趋势进行模拟
预估；此外，关注流域系统内城镇节点的互动机制，构建促进城镇间分工合作的联系网
络，引导差异化发展并优化资源分配。

召集人总结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际，黄河流域作为关键地带面临诸多挑战：
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环境承载力偏低，敏感性脆弱性高；水资源需求量巨大，供给不足
且时空分布不均；文化遗产有待系统性地保护利用，城乡景观面临特色危机；大面积的
贫困地区正在谋求出路，城镇需摆脱路径依赖亟待转型……黄河流域的地方性特征、整
体性协同与系统性耦合已引起重大国家战略的关注。从人地关系出发探讨黄河流域的各
种机遇和困境，将服务国土空间格局优化配置和城乡区域发展战略政策的制定与调控。
在人工干预的建成环境与自然演替的自然环境间取得平衡，则需要将黄河流域视为自然
及人文环境相互影响与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并关注其如下特征。

（1）系统性：关注“自然-人文”耦合和流域整体协同
城镇和黄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复杂系统，流域水系对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和影响机

制，显示出流域城镇动态、综合的环境适应性。一方面，将人居环境等视为与自然环境
相互影响的“生命体”，探讨人居环境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共同进化过程和互动规
律，实现人地和谐；另一方面，跳出局限于某个孤立城镇个体的分析，研究其在整个流
域中暗含的文化和信息的连续性，避免“孤岛化”和极化趋势，建立流域自然和人文之
间的结构性网络，促进全域的高质量发展。

（2）地方性：探究空间分异以实现特色发展
“地方”作为“人-地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作用

综合形成的[35]，而“地方性”是地方所具有的自然特质和文化特性等客观特征[36]，是城
乡景观中用以证明和保持人们的自我身份和地方认同的关键所在。聚焦人地耦合过程中
的地方性特征，将成为流域特色发展的关键。此外，地方的客观特征随着外界环境的改
变发生相应的动态演化[37]，以人地耦合、要素流动为基础，针对历史进程中新因素介入
导致的地方性变化，探寻地方性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城乡建成环境的响应、演变及
其机理，将为黄河流域城乡系统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3）适应性：揭示演化规律以预测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影响下，黄河流域作为复杂适应系统，面临的社会转

型因素繁多，主体作用机制复杂，人地关系的耦合研究也不能局限在内部和外部的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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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中，近年来，环境适应性研究逐步由静态、单一性转向动态、系统性的研究视角。一
方面，要通过历史过程的规律研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另一方面，应关注不断
涌现的新的影响因素，在开放、动态、多元化的社会互动中探讨人地耦合关系的转变。

（4）交叉性：实现人地和谐需要多学科支撑
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是涉及多系统多学科的问题，需要突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研究的隔离。综合多方视角，将规划设计学科、生态学、遥感GIS、水利、历史地理、
土地管理、遗产保护等相结合，同时，融贯各方技术，借助历史数据、即时流数据等多
源数据，多智能体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生态学模型等技术方法，突破倚重个人经验
和定性描述的传统研究范式，实现黄河流域自然与人居环境的演化过程重建、模拟与预
估，从而帮助指定可持续策略。

整体协同、地方适应既是可持续人居环境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解决黄河流域人地矛
盾的关键所在。在复杂“人-地关系”的生命共同体背景下，揭示黄河流域人地耦合的过
程、规律与机制，帮助趋势预测、动态评估与格局优化，有助于创造可持续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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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most complex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 and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ancient times, human beings and the Yellow River ha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coevolu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pressur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re is a higher risk and greater
vulner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river basin.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human- land
contradi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dynamic coupling mechanism of urban settlements
and rivers. 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become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is basin,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and opportunities
of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hysical geography,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ecology,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The balance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s the ba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be
regarded as a“community of life”, in which the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interact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atization, intersection, locality and adaptability.
Key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locality; protection and manage-
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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